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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存在“分流器”效应,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本文提出

在个体收入视角下,数字经济弱化职业教育“分流器”效应的假设,并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职业教育群体收入更高,且收入水平在数字经济政

策实施前后存在明显差距,证实了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群体的个体收入,对职业教育“分流器”

有着弱化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劳动力市场与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

强化数字基建,最终能够实现我国广大各类劳动用工群体能够共享数字网络化经济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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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t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Weake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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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widely believed in society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 "splitter" effect, which may further 

strengthe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hypothesi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weakens the "splitter" eff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income,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is using CFPS China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dat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gions with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ve higher incom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incom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This confirm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dividual incom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s and 

has a weakening effect on the "splitt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labor market and a unifie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sharing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vidends among the vast labo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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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1]。《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2022年)》明确指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

伴随着移动数字经济模式的日益蓬勃快速成长,各种科技新型

产业、多种新金融和新商业模式正在不断大量涌现,创造产生了

许多新工作岗位群和各类新技术产业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打

开提供了一片新开阔的就业空间,也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

从事不同类型工作与获得不同水平的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数字经济时代下,受职业

教育者收入水平是否因数字化发展而提高？这种变化又是否成

为影响个体收入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本文拟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证据,检验数

字经济发展对受职业教育者的收入影响,为我国职业教育和普

通教育并行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实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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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 

建设数字中国是面向数字时代快速推进国家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的一支重要创新引擎,是着力构筑现代化国家综合竞争力

的一条有力支撑。据G20杭州峰会所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

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

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大致体

现在求职便利性、新兴职业与就业灵活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三

个方面。 

一是求职的便利性。数字经济通过快速更新和职业快速搜

寻两种匹配信息模式直接影响到劳动者选择就业,互联网和招

聘相结合使得海量信息通过“一站式”服务提供给劳动者,显著

程度缓解消除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严重的劳动力信息严重不对称,

降低了劳动者招聘求职信息成本,丰富劳动者职业选择。二是伴

随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居民需求的细化,产生出诸如幼儿照料、房

屋保洁、在线学习辅导等新职业[2]。多元化和可弹性化选择的

就业工作模式也为城乡劳动者工作提供了更大空间和灵活性,

改变了传统劳动者原有的传统职业工作选择路径。三是数字经

济发展重塑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劳动者职业选择。一方面,数字

化革命背景推动下的人工智能软件的大量广泛商业应用替代掉

了中国大量的低薪技能劳动者,使其工作不得不逐步转向世界

其他的行业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必将引发劳动密

集型产业升级的巨大规模效应,第三产业催生大量劳动力需求,

推动更多劳动者走向服务业。 

2 学界关于职业教育的“安全网”概念和“分流器”

概念  

职业教育是以促进就业为教育导向的专门教育类型,通过传

授受教育者特定职业或岗位的专业技术素养和特定职业技能,使

其满足所需从事的相应岗位所要求的必备技能和实践能力要求。

相比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比较侧重应用技术性、突出专业

实践性。不少教育学者据此认定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实际地扮演了

“社会资源不平等配置合法化的手段”角色,高职院校毕业生因

为受了先赋性规律和后自致性规律的双重负面影响,被作为中国

社会比较优越性群体而排挤出社会竞争这个场域,他们群体中的

绝大多数人将一直永远处在社会阶级再生产规律的巨大阴影笼

罩之下之中[3]。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安全网"(Safety Net)概念
[4]和对应的“分流器”和(Diversion)[5]概念,它们也是一个有关

低就业率或低待岗率、职位收入和职位声誉(Occupational 

Prestige)问题的测量。我们对受职业教育者的评价视角不应站

在985或者211高校毕业生相比较的角度,而应着眼于与获得同

等相似(Comparable)的社区教育级别上的其他非职业受教育者

路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多大程度意义上减少导致

了大量失学人群和大量从事过低收入的可能性,从而提供安全

网络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网”效应与“分流器”效应

具有高度相关性,它们并非互相替代,而是相互强化,在职业教

育能较好发挥"安全网"效应的国家,"分流器"效应甚至比其他

国家更显著。 

学者们围绕职业教育及其“分流”作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在“分流”结果维度,研究发现,相比于高中学历的事业人员,

接受职业教育的事业人员的待业持续期相对较短且再就业机会

更高[6],接受职业教育的城市居民就业概率比普通高中学历的

个体高6.8个百分点[7]。在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层面,国内外

学者普遍认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具有正向作用。王大江

等(2016)认为职业教育在培养贫困人口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带

动贫困家庭脱贫致富上发挥着独特作用[8]。余少祥(2020)认为

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使得贫困人口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又是我国

反贫困战略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9]。在“分流”影响机制层面,

学者们关于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展开讨论,结

果不一。李强谊等(2019)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职

业高中教育比普通教育在减贫方面更具优势[10]。与此相反,陈

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研究发现1990年后职业教育的收入回

报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已经没有优势[11]。王奕俊等(2019)研究

发现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相比既没有显著优势也没有显著

劣势[12]。 

3 职业教育在数字经济时代弱化了“分流器”效应,

对个体收入有促进作用 

关于职业教育与收入回报,学者们基于社会流动的相关理

论,更多关注职业教育对于弱势家庭子女未来发展的影响,涉及

就业、子女教育、收入水平等多个维度,但少有学者将职业教育

与个体收入置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下,未能充分考虑数字经

济发展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到职业教育在

数字经济时代,对于个体收入的影响呈现何种状态？职业教育

是进一步扩大了群体间收入差异,还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分流

器”效应被弱化？ 

3.1思路 

本文将以数字经济发展为背景,从环境异质性和个体异质

性两个维度设计核心自变量,分别为政策影响与职业教育影响,

并以个体收入水平为因变量,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政

策环境、不同受教育状况个体收入的影响。  

3.2研究方法 

本文将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

技术来模拟检验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劳动力职业市场流动方面的

因果效应。双重差分法模型的回归模型参数设置,能保证更加快

速准确地定量估计分析出具体政策效应。 

此外,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三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对交互项的系数进行估计。采

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即对多个对照组加

权构造成一个虚拟的对照组和三重差分法。 

3.3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CFPS数据库系

统,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作为研究的统计样本。其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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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共涵盖到了目前我国共25个省/市、自治区,家庭样本规

模共计为14960户,其调查对象包含了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

成员[13]。CFPS的正式调查始于2010年,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

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

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每2年进行一次追访。本文

主要采用CFPS2016、CFPS2018的追访数据进行分析。 

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18年)》,《报告》评估了2018年各地

区信息化发展情况,根据信息服务应用、信息技术产业等维度对

各省份信息化发展水平作出评价,其中,北京、广东、江苏等10

个省(市)综合指数在65以上,信息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以上10

地均出台本地区“十三五”信息规划或指挥城市规划,数字经济

发展迅速,信息服务普惠高效。因此,本文选定北京等十个省(市)

作为高信息化水平地区,在treat变量中赋值为1。 

因本文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状况,所以我们保留年龄为

16-65岁的样本。接着以个体所在省份为匹配标准,将CFPS数据

与地区数据相匹配,最后,我们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观测,最终

获得3170个观测值。 

3.4描述性统计 

表1是描述性统计。样本性别、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取0-1

二分变量。男性为0,女性为1,男女比大约为1:1.35,性别分布较

为平均。当个体接受职业教育时赋值为1,未接受职业教育赋值

为0。若个体所在省份信息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65分以上,赋

值为1,65分以下赋值为0。户籍、婚姻变量为分类变量。其余变

量连续型数值。可以看出,个体年收入最大值为120万元,平均年

收入水平大约在54026元/年,与我国人均净营收相近,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对年收入取对数,获得年收入对数,年收入对数基本

符合正态分布,认为样本具有可靠性。有38.5%的样本属于高信

息化水平省(市),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初具规模。 

3.5实证结果与分析 

3.5.1基准回归 

如果某一个中国省、市位于高科技信息化水平发展前沿地

区,treat等于1,否则等于0。time在2018年取值为1,2016取值为

0。time x treat1的系数捕获的是高科技高信息化水平发展地

区在大数据试点政策期间相对于非高水平地区的个体收入水平

的平均变化。 Yijt = β0 + β1time × treat +λX+݅ߤ+ݐߛ +ηj+εijt (1) 

X是一组控制变量向量：性别、年龄、户籍状况和婚姻状况。

地区固定效应μi控制的是个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气

候、地理特征、自然禀赋等；年份固定效应γt控制的是所有省

份共有的时间因素,如宏观经济冲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

本文感兴趣的参数是,如果显著为正值,则可以推断2016年大数

据产业发展规划在提升个体收入方面是有效的。 

表2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变量 个体收入

time x treat 0.4705***

_con 9.3520***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

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如表2所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加了受职业教育者的收入

回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单位,将带来个体收入对数增

加约0.47个百分点。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女性=1) 3170 0.518 0.5 0 1

年龄 3170 32.054 8.573 17 65

户籍类型 3170 2.177 0.991 1 5

婚姻状况 3170 1.587 0.617 -2 5

年收入 3170 54025.797 48246.649 1 1200000

收入对数 3170 10.562 0.974 0 13.998

是否接受职业教育(是=1) 3170 0.531 0.499 0 1

是否为高信息化水平省(市)(是=1) 3170 0.385 0.48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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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双重差分估计策略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除了

大数据发展规划政策之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高

科技信息化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可能存在其他政策

对高信息化水平地区和非高水平信息化水平地区产生不一样

程度的政策影响,从而使估计结果出现误差。为克服这一问题,

本文使用三重差分法来解决。 本文构建三重差分的基准模型

如下： 

Yijt = β0 + β1time × treat × group+ β2time × treat + β3time × group+
 β4treat ×group+λX+݅ߤ+ݐߛ +ηj+εijt                 (2) 

其中,group为虚拟变量,当个体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大专

时赋值为1,最高受教育水平为本科时,赋值为0。其他变量定

义同方程(1)。最关心的是time x treat x group的估计系数

β1。表2中报告比较了三重差分统计的平均处理效果,三个交

互项与控制变量共计解释了个体收入水平的13.5%,且time x 

treat x group在0.05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β1为0.173,说明大

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个体收入的提升,大数据发展水平每提高

一个单位,将会带来个体收入水平提高0.173%。同时,time x 

group、treat x group两个变量也在0.05水平上显著,对于受

职业教育者而言,相较于大数据政策出台前,个体收入水平差

异约0.361%；对于相较于非试点区域,大数据政策试点区域个

体收入水平增加0.109%。可以推断2016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

划在提升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收入方面是有效的。至此,本文

证明了大数据政策在个体收入水平层面弱化了职业教育的

“分流器”效应。 

表3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相关系数

time x treat x group 0.173**

time x group 0.361**

treat x group 0.109**

性别 0.356***

年龄 0.015

户籍状况 -0.007

婚姻状况 0.12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

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3.5.2稳健性检验 

对文中上述分析结果可提供统计学稳健性的检验。为了进

一步检验分析本文中的分析结果是否真的由试验地区—试验年

份—职业教育层面三种不可观察分析因素共同驱动,我们可以

采用随机抽样分配各个试验地区来开展安慰剂对照测试。具体

来说,我们可从全国31个试验地区数据中随意选取出10个试验

地区划分为一个处理数据组,假设除了这前10个试验地区已经

实施完了大数据应用试点推广政策,其他地区划分为对照组。随

意抽取样本使得本文中构造出的自变量time×和treat对个体

收入没有影响。文中采用了至少500次的随机抽样,并分别按式

中(2)式完成了基准返回结果。图1中反映出了500次随意配置后

回归估计的平均值。研究还发现所以关于time×或treat的返

回估算关系中的p值几乎每次都没有大于0.1。这些分析结果

进一步表明,文中的统计分析结果也不太具有可能地由省份

—出生年份—职业教育过程中存在的某种不可预知观察性因

素来驱动。 

 

OLS估计               FE估计 

图1  安慰剂检验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FPS2016、CFPS2018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

受职业教育者收入情况。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个体的

收入水平,且对受职业教育者收入有显著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的收入回报影响更加显著。基于以上

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充分

挖掘发挥好数字经济产业的岗位创造带动作用。研究中发现,

数字经济技术转型正为中国劳动者职业发展选择提供更多的

可能,尤其是女性劳动者。这一优势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实

现个体经济地位的提升。因此,建立能适应当前数字中国经济

发展特点的多层次、有效性的劳动力市场,畅通劳动力有序流

动新渠道,才能最终推动我国实现一个高质量增长的高质量

就业目标。 

其次,鉴于我国职业教育对数字型经济发展转型与城乡居

民收入提升发挥的有效作用,以及推动数字时代经济发展以及

对城乡居民个体收入增加的直接导向作用,政府应当因地制宜,

积极地打造可适用于城乡各类人群新型职业发展的远程在线教

育平台,组织实施开展城镇各类人员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新岗

位所需的新技能,为数字经济时代形势下劳动者的就业新形势

提供积极导向和有利保障。  

第三,建立全国和各地区统一高效的数字信息开放共享平

台,加强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逐步消除信息壁垒,弥

补部分劳动群体的传统社会数字使用鸿沟,推动实现劳动者就

业、创业机会均等化,推动实现社会广大劳动群体公平共享国家

数字经济发展创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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